赴德考察報告

主題：德國檢警聯繫之法制及實務運作現況

報告人：林宗志

壹、前言

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機關之設計，係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而以司法警察機關為輔助偵查機關。然近來偵查實務運作，檢警關係於個案中迭生爭議，致使「偵查主體」誰屬之問題，引起檢警實務及學界廣泛討論，甚至有「雙偵查主體」制度設計之呼聲出現。然值得探究的是，該等偵查實務運作所生爭議現象，究竟是現行制度設計不良？抑或檢警心態差異所引發？與我國刑事訴訟法從職權主義走向改良式當事人主義有無關連？

適逢本署以「德國檢警聯繫之法制及實務運作現況之研究」為主題，受指派前往德國柏林進行考察，期以刑事訴訟偵查架構與我國相近之德國之法制與實務運作之考察，能提供我國實務運作或修法與否之思考方向。

筆者於行前先以考察主題為中心，思考我國檢警關係之現行實務相關爭議問題，並以研究考察計畫
為基礎，形成相關問題意識後，進而擬定考察議題大綱，將之翻譯成德文，透過我國駐德代表處轉送各該受訪之考察機關，使渠等事先得知此行考察主題與議題綱要，以利考察作業之準備與進行。從而，本文擬就問題意識之形成過程、受訪考察機關與參訪過程，以及考察心得分述如次。

貳、問題意識

    依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設計，檢察官為偵查主體，且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互不相隸屬，且職責各有所掌，故關於檢警關係問題之探究，主要著重於刑事案件之偵查作為中，檢察官對司法警察之具體指揮、監督關係。

現行實務運作之爭議，乃在於檢察官對司法警察之指揮地位發生鬆動情事，而出現檢察官指揮不力或司法警察對檢察官之指揮虛與委蛇。關於前述之指揮監督關係，筆者認為可從檢察機關之「偵查業務」與「公訴業務」二大面向加以觀察。

就偵查業務而言，具體事例如警察機關對於業經移案至地檢署後，因業已取得移案績效
，且移案績效又以移送罪名之輕重而為計算，經常發生小案大辦
，或因特殊情事而有大案小辦或甚至不報之情形，致檢察官認有偵查不備之處尚需進一步調查相關事證，而有指揮不力之情事。司法警察機關間為求績效表現，而未尊重檢察官之個案指揮，擅自決定行動；對於重大敏感之刑事案件，於檢警發動搜索或拘提等強制處分之偵查作為前，發生洩密情事，致功虧一簣；對於偵辦成果有爭功諉過情事，甚至司法警察機關透過媒體指責檢方偵查作為之不是等現象。

就公訴業務而言，主要是案件經起訴後，公訴檢察官認為有不完備之處，基於舉證責任之要求，進一步要求原移案之司法警察機關協助蒐集相關證據資料，而生指揮不力之情事。

依筆者對現行實務運作之觀察，檢察官偵查指揮地位鬆動之主因，來自於司法警察機關之績效、獎懲制度，以及司法警察機關多元性與權責重疊性。鑑於除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外，我國法制尚有調度司法警察條例（民國69年7月4日修正）、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務聯繫辦法（民國87年11月11日修正）、檢察官辦理偵查案件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或檢察事務官補足證據應行注意要點（民國94年8月15日修正）、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轄區司法警察協助辦理發查暨核退案件績效考核辦法（民國93年1月9日發布）、檢察、警察、調查機關查察賄選注意事項（民國87年6月29日發布）等相關規範，探究我國檢警問題是法制設計錯誤？或是法制不足？或僅是相關規範未落實？此與我國刑事訴訟模式由職權主義走向改良式當事人主義有無關連？

基於上述之想法，為考察德國之檢警關係之法制與實務現狀，筆者首先就地區檢察署之案源而為分類，探究檢警之指揮監督與合作關係之概況，亦即，警察機關移送、直接向檢察署提出告訴或告發、行政機關移送或檢察官就具體個案指揮偵辦等不同案件來源類型，於檢察官認有偵查不完備之情事時，與警察機關如何互動或進一步指揮偵查，有無監督機制之設計？實務運作可能出現哪些問題及其因應之道等等（如第4號）。

其次，依德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制，分別從檢方之法定指揮監督與警方之受法定指揮監督事項，分別存在哪些困難或窒礙難行之處？檢、警雙方分別如何因應（如第5、6號）。

再者，探究警察機關是否有績效考核制度？相關規範為何。對具體個案之績效如何計算？是否會受績效制度影響而為不正常移案，如將輕罪犯罪事實以重罪而移送檢方之情事。檢方與警方分別有何防制之道（如第9號）。

又探究警察機關對於刑案偵辦有無獎懲制度、規範依據及其主要內容為何，以及建議獎懲機關與決定獎懲機關分別為何；檢察官對於具體個案之承辦警察人原有無獎懲權或獎懲建議權，具體運用之情形及成效為何？是否因檢方對警方有獎懲（建議權）而得以強化對警務人員之指揮監督關係（如第8、10號）。

此外，警察機關有無爭取偵查主體之爭議或具體作為（如第11號），以及檢察官於實行公訴時，對於有任意偵查必要性時，會如何與警察機關互動，以及是否會要求原移案機關協助公訴事務（如第13號）。

參、參訪機關與考察紀要

一、7月24日上午拜訪柏林邦警察總局（Der Polizeipräsident in Berlin），係由局長（Dieter） Herr Glietsch, 及主任秘書（Kriminaldirektor）Herr Wilhelms接待。訪談重點如下：

（一）現行檢警間之聯繫與運作

警方執掌之業務多元，但僅有在刑案之偵查領域，始接受檢方之指揮與命令；檢、警間屬合作關係，檢、警單位之設置如鏡子關係，互設有類似之組織，為使檢警關係運作順暢，彼此間均設有對口單位，至於具體個案事務則由警方直接與承辦檢察官聯繫。

每年均會舉辦3至4次警察局長與檢察長會議，目的在使檢警機關之組織更進步、聯繫更順暢，但檢警間之意見並非百分之百皆一致，意見歧異之處，往往透過持續的溝通、協調來解決問題。 

檢警機關於必要時也會召開共同記者招待會，一同面對媒體或大眾之質疑。如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前，檢警機關即曾共同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全國民眾說明世足賽期間，警方對於可能發生的犯罪如何預防，以及檢警間就刑案發生後之合作處理模式。現行檢警關係實務運作良好，就個案性問題陸續解決，較無全面性或需修法的狀況。就爭取偵查主體之問題，曾有一個浪潮，是警方表示希望爭取偵查主體，但畢竟也只是個說法罷了。

另因警察機關係屬二元組織，就社會秩序之維護須服從上級長官之命令，但就犯罪偵查則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應受檢察官指揮，若二者有所衝突時，則由檢察官與警察機關之首長來協調最佳處理方式。例如，規模龐大之暴力型犯罪，一方面涉及刑案偵查、一方面也面臨社會秩序維護之必要性，若二者作為有所衝突之情形。不過，警方向來都是將檢察官當作法律顧問予以諮詢。

（二）移案、績效與獎懲

檢察機關之案件來源，由警方所移送者比例高達百分之98，其餘則是由行政機關所移送。
警方移案後，檢察機關認為偵查不完備而有續行偵查之必要時，仍可發交警察辦理，且無次數之限制。

警方對於刑案之偵查，並未如我國有所謂的績效制度，亦無任何獎勵措施，認為僅是警方於法律上與職責上應盡之義務；若有疏失，則依情形分別負擔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換言之，就刑案偵查而言，警方並無所謂內部之績效與獎懲制度，僅是回歸至外部法律規範，即刑法、邦之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

案件經起訴後，法院於審理中發現有證據不完備之情形，承審法官可直接指揮警方續行調查相關事證，雖然辯護人經常以此質疑法官有違中立原則，但法院為發現實體真實，且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之規定，當事人若對法院之裁定或處分有所不服時，亦可向上級法院提出抗告以尋求救濟，故法院當然可命警方續行調查補充相關證據。

二、7月25日上午拜訪柏林邦總檢察署（Der Generalstaatsanwalt in Berlin），係由檢察長（Leitender Oberstaatsanwalt）Herr Michael Sietz與主任檢察（Oberstaatsanwalt）Herr Hans Jürgen Fätkinhäuer接待。訪談重點如下：

（一）專組偵辦公務員貪污案件

柏林邦係全德國第一個設置專組偵辦公務員貪污案件的邦，濫觴於1980年代，柏林邦曾因政府機關違法核發建築執照情事而發生官商勾結弊案，嗣後為因應該等公務員貪污、瀆職等犯罪類型而設置。

現今係由柏林邦地方法院檢察署第23偵查小組（下稱地檢署第23偵查小組）專責偵辦，邦檢察總署檢察長得直接對該部門之成員為特定指示。警察機關亦設置相對應之組織，共計3組、每組9人，受地檢署第23偵查小組指揮專責承辦。以聯邦總理貪污為例，因現任聯邦總理住所在柏林市，而柏林市係隸屬於柏林邦，若真有貪污情事，則由該小組專責偵辦。

（二）防制貪污之共同工作小組

為防制公務員貪污等犯罪，柏林邦設有一共同工作小組，專責處理所有有關公務員貪污，亦包括民眾檢舉事務的處理。成員包含地檢署第23偵查小組、邦司法部、警察機關及行政機關共計20人，採任務編組之運作模式
，受柏林邦總檢察署檢察長指揮監督，現即由主任檢察官（Oberstaatsanwalt）Herr Hans Jürgen Fätkinhäuer擔任召集人。

該小組接受民眾之檢舉，若檢舉內容有相當犯罪嫌疑，則交由地檢署第23偵查小組偵辦，若檢舉內容不明確，則由受檢舉之公務員所屬行政機關的政風人員先行調查後，再回報該共同工作小組；行政機關之政風單位亦會向上開共同工作小組諮詢法律意見或報告相關調查內容。

（三）重大貪污案件搜索行動消息走漏

於檢方發動大規模搜索行動，於搜索前消息走漏，到達搜索現場時已有媒體在場守候，德國偵查實務也曾發生過，但非常少見，但檢察長以其擔任檢察官長達30餘年之經驗，亦僅聽聞過一次，對於詢及應如何防範時，則開玩笑的說：「若有想到好方法，請提供意見」。不過，此時檢察官所應考量的，是當下是否還要依原定計畫進行搜索。

三、7月26日下午拜訪柏林邦高等檢察署（Der Leitende Oberstaatsanwalt in Berlin），係由為檢察長（Leitender Oberstaatsanwalt）Dr. Andreas Behm與檢察官Frau Faust接待。訪談重點如下：

（一）檢警職責之分工

檢察官係受法律專業教育訓練之人，而警察之訓練與專長皆著重於刑案偵查作為。以人體為例，檢察官就像一個頭，警察則是手足；前者作方向性之決定，後者則是執行檢方所為之決定。訪談過程中，也一再強調「檢察官除了頭，什麼都沒有」。

一般而言，大多數案件經告訴、告發或知有犯罪嫌疑，無待檢方之指示，即可自行偵辦；嗣後才將偵查結論移交檢察機關，由檢察官為起訴與否之決定；若檢察官認為偵查不完備時，始退回警局並給予具體之指令，明確要求需補足之證據資料，如物證、書證之蒐集或被告、證人筆錄之製作等等。但亦有一部份案件係偵查初期，檢方即先行介入，尤其需要發動拘提、搜索、通訊監察等強制處分作為時，往往都由檢察官作第一步驟的審查後，始向法院提出聲請。

（二）檢警相互尊重與合作關係

由於檢、警之專業與教育訓練有所不同，故各有所長，相當強調機關之互相尊重。如同接待之檢察官Frau Faust所言：「嫌犯於警察機關偵查之初，很可能就選任辯護人來當法律顧問，而警方當然也需要諮詢檢察官，將檢察官視為法律後盾或武器；且越重大案件，檢警合作關係越緊密」。

就經濟犯罪之偵辦而論，警察所受法律教育較為薄弱，就偵辦方向會提早請示檢方；而檢方愈早介入重大案件偵辦，則可避免警察走錯路。若有於意見不同時，原則上以檢方之意見為主，因檢方才是偵查主體；然而，大部分都是透過溝通予以解決，而溝通內容都是以理由來說服彼此。從而，檢警機關對專業之互相尊重程度，由此可見一般。

四、7月27日下午拜訪柏林區檢察署（Amtsanwaltschaft in Berlin），係由檢察長（Die Leitender Oberstaatsanwältin）Frau Burgmüller及二位檢察官Annika Stübesm女士、Hasselberg先生接待。訪談重點如下：

（一）檢察署無偵查庭之設置

在刑事案件之偵辦上，只有在特別重大之案件，檢察官才親自處理，其餘則均委託警察調查。所謂的親自處理，包括口頭指示或現場勘查。在參訪之過程中，因曾提出參觀偵查庭設置之請求，才得知德國檢察署並無偵查庭之設置，原則上檢察官亦無開庭之必要，若真有必要訊問被告或相關證人，則在各檢察官辦公室內為之。

由此可見，德國刑案偵查實務，就案件之偵訊係由警察機關進行，檢察官對於警訊筆錄原則上無所謂「複訊」之情事，案件經警察機關移送檢察機關後，檢察官為起訴與否之決定前，若認為被告或證人之調查仍有不足時，亦再命令警察機關補強不足之處，鮮少親自偵訊被告或證人。即便如此，在德國實務之運作上，亦完全不影響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地位。

（二）公訴業務與司法警察之關係

檢察署無區別偵查組與公訴組之編制，原則上案件經起訴後，由原偵查檢察官自行實行公訴業務；於實行公訴時亦有需要指揮警察進行相關證據調查之情事。例如：被告於偵查中主張緘默權，自始至終皆保持緘默，案件一經起訴後，始辯稱案發時有不在場證明，此時才由法官要求檢察官對該部分進行調查，證明被告所辯是否屬實；或由檢察官主動向法院聲請調查該部分之事實，經法院同意後才由檢方命令警方進行調查。法院亦可直接命令警察進行調查，但原則上係由檢方命命警察進行調查。院、檢對警方此等命令或指令，並無指揮困難之情事。

肆、考察心得

一、偵查主體誰屬係以檢警之專業與分工來思考

藉由上述之考察過程與訪談重點，得以清楚知悉，德國檢警雙方對於檢警聯繫之法制與實務運作，均認並無法制上之缺漏，而實務運作上亦無困難，充其量遇有意見不同時，彼此亦以充分的理由進行溝通或說服。尤其是該次之考察機關包括檢察機關與警察機關，針對兩種分屬不同職務與立場之檢警體系，就相同問題而為考察，更可以確認上開考察所得內容應屬真實。

就德國法制與實務運作而言，不論檢、警機關，均一致肯認檢察官為偵查主體，且無任何爭議。從德國檢、警之任務分配加以觀察，一般偵查事務皆由警察自行為之，移案至檢察機關後，檢察官為起訴與否之決定前，認有補足相關證據之調查時，始以指令權指揮警察機關補強不足部分。故偵查中有強制處分之必要性時，原則上均需透過檢察官之審查後始向法院提出聲請；就被告或證人之偵訊，原則上亦僅由警察機關為之，檢察官亦無偵訊或複訊被告與證人之必要性。

簡而言之，一般刑案之偵辦，檢察官職司起訴與否之決定，以及就偵查不完備之處以指令權要求警察機關再行調查；至於特殊或重大刑案之偵辦，檢察官則於偵查初期即先行介入，作為警察之法律後盾。

由此可知，德國實務運作現況，絕大部分之偵查工作、衝鋒陷陣、與歹徒搏鬥者皆為警察，但該等運作模式，卻均未曾動搖檢察官為偵查主體之地位。顯見，偵查主體誰屬，並非以刑案偵查事務主要由何單位為之來作為判斷標準。況警察機關內部亦無刑案績效或獎懲制度之設計，而檢察官亦非以績效制度或對警察施以獎懲（建議）權來強化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地位。故筆者認為，偵查主體誰屬之關鍵點乃在於「檢警之專業與分工」，實與主要偵查事務由何單位為之無涉。

二、檢警專業分工與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具體顯現

以檢警之專業與教育訓練而論，檢察官係以法律領域見長，而警察之專業則為偵查事務。檢察官於刑事訴訟程序中，職司起訴與否之決定，一旦決定起訴，亦應由檢察官負責實行公訴，承擔法院判決之結果。

其次，諸如竊盜、傷害等一般性案件，檢察官為起訴與否之決定前，以其法律專業來控管案件是否偵查完備，若有不完備之處，則應再行要求以偵查實務見長之警察補足，此乃檢察官於一般性案件中具體顯現偵查主體之地位。至於重大刑案之偵辦，則檢察官於警察偵查之初即先行介入，以其法律專長及公訴法庭經驗，來解析法律構成要件、確認定罪所需證據資料之蒐集與方向、強制處分發動與否及時機，以便釐定偵辦方向，更屬偵查主體地位之顯現。

再者，由強制處分之聲請與執行加以觀察，檢察官對於警方所為強制處分之聲請，以其法律專業予以審查把關，認為符合法定程序時再進而向法院提出聲請，經法院核准後亦由警察執行之。足認，檢察官原則上雖無強制處分權，但卻對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毫無影響，反而檢察官藉由審查警方之聲請，再決定是否向院方提出聲請，更加凸顯其偵查主體之地位。

    此外，法院對個別刑案判決之結果，亦屬對整體偵查作為所為之評價，若判決結果與起訴內容有相當落差，則亦由檢方概括承受，並視判決結果決定是否上訴。筆者認為，此亦為檢察官偵查主體之顯現。

    綜上所述，思考偵查主體誰屬之問題，應著重於檢警之專業分工與檢察官於刑事訴訟程序之角色與定位，絕非以警察與檢察官個別實際參與偵查作為之案件數比例等片面數據來觀察。

三、我國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強化

此次考察，以筆者事先對德國檢警聯繫之相關法制，以及實際走訪德國柏林邦之檢警機關，發現德國檢警偵查實務運作與我國法制現狀相去不遠，故有關檢警聯繫運作與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等議題之研究，德國法制與實務運作，確實值得我國作為借鏡。

依筆者之觀察與淺見，就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之議題，我國現行法制並無修法之必要性，唯獨要努力者，係在現有法制基礎上，對於發查核退、強制處分之聲請與審查、指揮偵辦案件之處理等面向予以具體落實，用以強化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2項、第231條之1分別為發查與核退之法律依據。亦即，檢察官對於非經司法警察移案而開始偵查，或對於經司法警察移案而開始偵查之案件，均得對司法警察為具體指令要求為必要之調查。此乃類似於德國實務運作，檢察官就案件偵查所必要而對警察所為之指令權。此等發查或核退，即屬檢方就移案內容成罪與否之法律構成要件所需相關證據，對警方為具體之指令，尤其是核退的情形，更加凸顯檢察官對警方偵查之案件進行法律要件之審查與控制。檢方除應落實核退權外，更應於核退時具體指明原偵查所缺漏之處與事由，藉此就法律要件對警察機關為具體指導。檢察官得以發揮法律專長，來強化警察機關之偵查品質
。

    又關於強制處分之審查，以現行刑事訴訟法而言，檢方主要是對警方聲請搜索及通訊監察等強制處分，若審查符合法律要件及必要性時，即可分別轉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或自行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而此等審查過程正是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展現。故於審查時有不核准情事，則應就個案對司法警察機關之承辦人為法律意見之具體指導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於內勤檢察官值班時，經常來自各分局承辦人以電話詢問法律意見，諸如是否屬現行犯能否逮捕、是否應將人犯解送、能否發動緊急搜索等等，筆者認為，此種情事亦應不厭其煩對之為法律意見指導，以展現偵查主體地位。

    此外，對於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之案件，例如重大公務員貪污案件、違反證券交易法之內線交易案件、非法入境臺灣之人蛇集團案件、群眾運動之暴力事件、違反集會遊行法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均屬司法警察機關主動請求檢察官於偵辦之初即先行介入，甚至司法警察機關僅接獲情資而尚未發生，就蒐證等相關偵查作為提出具體法律意見指導。

    綜上所述，上開三種檢察官之職權類型，係屬展現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最重要之面向，也是基於檢警專業分工，充分展現檢察官之法律專業，有別於司法警察之偵查事務專長，以凸顯檢察官職權之不可替代性。另亦建請法務部檢察司要求檢察機關徹底落實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11條、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務聯繫辦法第25條、檢察官辦理偵查案件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或檢察事務官補足證據應行注意要點第9條之相關規定，以強化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地位，並貫徹檢察官對司法警察機關指揮調度之權能。

�  本次考察計畫內容：


一、德國刑事訴訟法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指揮並監督警察人員從事犯罪偵查；檢、警於行政組織上不相隸屬；檢察機關係隸屬於司法部，而警察機關則隸屬於內政部；凡此均與我國制度相似。而德國檢察官從事犯罪追訴，於執行偵查工作上，對於為偵查輔助機關之警察機關享有指令權，於委託或要求警察機關為偵查作為，其間有法律上之委託關係，於此亦與我國現行制度相似。


二、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公布施行後，我國檢察官之角色正處蛻變中；而檢警連繫亦因法制之改變，實務運作迭生齟齬；且司法警察機關近年來屢屢主張「雙偵查主體」，學界與實務界則時有引用歐陸相關文獻資料及實務運作情形，以闡釋該主張是否合宜。惟引用之文獻資料及實務運作情形或者以偏概全、或者時有謬誤之處。為期明確，爰有派員前往親蒐、實地觀摩之必要。


�  警政署關於刑事案件偵辦之績效，係以移案地檢署時即取得該案全部積分，故較容易發生經檢察官發查、核退至原移案單位時，有指揮不力之情事，因已欠缺積極偵查作為之動力。至於調查局，則以移案時取得該案一半積分，於檢察官起訴時，始取得另一半積分，故就上開情事，較無問題。


�  如單純竊盜或恐嚇案件，卻以搶奪或強盜等較重罪名而移送地檢署；施用、持有毒品案件，卻以轉讓、販賣毒品罪名移送地檢署。


�  例如逃漏稅捐案件，係由邦政府財務局依稅務法之相關規定，進行調查後直接移送檢察機關。


�  筆者認為，此乃德國刑事訴訟制度於控訴原則下，採行職權主義之立法模式最佳具體寫照。如同我國在92年9月1日以前所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立法模式與實務運作一般，刑案之偵查與審理，檢方與院方係屬接力關係，法院於審理案件時，認為證據有不完備情事，基於實體真實之發現，仍會命警方為必要之調查。


�  依邦政府所通過之行政命令加以規範而運作。


�  國內有關警察機關爭取偵查主體地位，往往以偵查事務大都由警察機關處理，檢察官僅是為起訴與否之決定，甚至起訴後才由檢察官進行公訴，因而主張警察機關始為偵查主體，檢察官應屬公訴官。然而，此等思維完全忽略刑事訴訟設置檢察官之目的。


�  理論上，藉由檢方嚴格落實核退權，應該會提昇警察機關之偵查品質，然而現今警察實務運作，卻於各分局偵查隊另設2人專辦檢方核退之案件，導致前階段警察機關之承辦人認為反正事後遭檢方核退後，警方還有專辦核退之人，所以往往以偷懶心態來承辦案件，而無法達到偵查品質日益提昇之效果。也因而使原本一次即可偵查完成之案件，卻不停地在檢方之核退下，再次回到警方之惡性循環。


�  但往往送件至檢察機關聲請搜索或通訊監察書之人，並非原承人，故若審核之檢察官於審查部與核准時，若能適時在不核准之理由欄詳細敘明理由，將有助於強化檢察官偵查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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